
概念同一性与对象多元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超越
———以阿多诺启蒙理性批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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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启蒙理性批判中，阿多诺的哲学试图通

过对微观层面的重新定位，展开对整个人类文

明已有思维方式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与此相

对应，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个马克思哲学如何对

待启蒙理性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

没有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是一个

伪问题———如果马克思对此问题采取了无批判

的默认态度的话，那么阿多诺在启蒙理性问题

上边缘马克思哲学“实践”立场的做法就是成立

的。实际上，正是由于马克思和阿多诺在理论

微观领域上的差异，才导致了二者在理论与现

实关系处理方面的重大分歧。

一、关于阿多诺“启蒙”概念的确认

与致力于构建“体系”的传统哲学不同，阿

多诺的哲学不但竭力避免像“本原”哲学那样立

足于一个具有坚固“同一性”的概念或规律前

提，还尽量避免正面阐发自己的观点。这虽然

加深了“绝对的否定性”、“崩溃的逻辑”的理论

外观和从根本上拒绝与现实“和解”的理论姿

态，但却是以理论可行性和现实保持遥远距离

为代价的。最终，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矛头与其

说最终指向了现代制度，毋宁说指向了现代思

维方式。在这其中，“启蒙”对于阿多诺的社会

批判理论具有重要作用———阿多诺对“启蒙”的

理解，直接关系到其批判对象的时代特点。从

其批判的内容来分析，阿多诺“启蒙”的基本内

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启蒙”在内在逻辑建构上表现为抽

象主体的强制“同一性”思维模式。在阿多诺看

来，启蒙的任务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

识替代幻想”①。这本应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用

人的主体性去替代神的主体性，促进人类知识

的进步。然而，启蒙在打碎原始神话的过程中

却进行着一种新的施魅，制造了一个理性神

话———同一性的、总体的、抽象的思维模式。在

这种思维模式中，生动的现实世界在同一性的

理性思维方式中变成了抽象概念的集合，在被

扭曲的同时进而影响人类自身———“数字成了

启蒙精神的准则。同样的等式也支配着资产阶

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②。从笛卡尔时代开始，

哲学试图去“接受科学的存在方式———专断地

致力于孤立客体，使问题与方法僵硬的隔

离———使科学的统治与自由自在的真理相对

照。现在，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科学的工

作覆盖了自古以来的形而上学的领域”③。启蒙

在这种同一性思维基础上所建构的关于世界的

强制总体性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理论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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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问题上形成了直

接对立。

第二，“启蒙”中量化的“工具理性”思维方

式对理论、一般、抽象的高扬，在现实、个别和具

体的领域导致了用概念代替了概念所表达之

物，抹杀了现实世界的真实面目，造成了新的虚

假意识形态幻象。启蒙中同一性的逻辑思维方

式打着绝对客观性的旗号，对经验世界中的具

体的、个别的对象物进行抽象“还原”，造成了

“社会必然性”的假象———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和

客体“在绝对性概念中统治和讨好混合了，每一

者都内在地依赖于另一者”①。在这种抽象量化

的思维方式中，主体借以把握世界的概念本身

就脱离了概念所表达之物，造成了“工具理性”

功能的无限放大和概念自身的虚假性。以这种

虚假的概念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

必然也是虚假的，它反过来又会阻碍着对现实

世界的正确认识。主体被工具理性的计算性的

思维方式所控制，在形成了虚假主体性的同时

却迷失主体自身———“在这样一种幻象中，被彻

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②。最终，高举科

学思维方式大旗的启蒙理性从解放的初衷出

发，最终重新回到了奴役的怀抱———启蒙重新

倒退成神话。

第三，“启蒙”的“同一性”抽象思维方式在

现实的社会经济领域内导致了商品交换原则的

泛滥并表现为物化。在阿多诺看来，商品交换

原则、物化与启蒙所代表的传统理性思维方式

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即同一性思维方式的社会

反映。启蒙理性所带来的新的奴役，反映在社

会关系上就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所带来的

强制同一性的社会关系———它扭曲了主体与客

体关系的差异性状态，造成了“物化”。阿多诺

认为，“在关于物化的抱怨中，人类苦难的原因

会被掩盖起来而不是受到揭发”③。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不公正不是起源于物质，也不是马克

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而是思

维———理性的“自负”或理性的狂妄。他在《否

定的辩证法》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抽象的思维

是市场的抽象的前提———“就意识构成客体的

可能性来衡量而言，它是总体性的概念反映，是

社会生产行为中的合乎逻辑的结合点。由于这

种结合，商品的客观性、商品的‘对象性特点’才

得以形成”④。

第四，“启蒙”在对未来社会的设计方面表

现为一种虚假的、抽象的超越性，为集权主义社

会提供了生长空间。启蒙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

了传统哲学片面强调抽象的主体性，忽视了主

体和客体的具体的经验层面，最终把现实的、活

生生的经验世界清除掉了。在启蒙理性思维方

式中，客观性非但并不意味着外在性，反而是主

体自身虚假状态的反映。这种虚假的客观性来

源于主体抽象思维方式所建构的强制同一

性———一旦这种“客观性征服了主体，内在性就

会成为主体的避难所。”⑤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

主体不但不能达到真理，不但不能如实反映对

象的多元性和现实世界的差异性，反而被自身

思维的同一性假象所束缚；主体看不到主客体

之间、主体之间、客体之间的区别，相信世界存

在着“始基”。这就使主体和客体均屈从于幻想

的世界的“逻各斯”，导致了思想上的“循环往复

的不自由”，成为维护秩序的工具，掩饰了现实

世界的真实存在状态。

基于以上的定位，阿多诺对“启蒙”的定义就

大大超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启蒙运动”，将之扩展

至整个理性思维方式，涵盖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思

维传统，亦即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把握问题、概念对

概念所表达之物的总结问题。在他看来，问题并

不在于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去代替神学的思维方

式，而是在于如何达到正确的思维方式，在于如何

从理论上尊重和再现现实世界的差异性状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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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确保认识对象不被启蒙思维模式所扭曲。

二、阿多诺“启蒙”概念的理论困境

阿多诺的启蒙理性批判，从思维方式上反

思了科学思维方式的过度运用及其极端表现，

批判了传统西方理性哲学中泯灭个体存在和价

值的思维倾向及其对社会统治的影响。这实际

上是再次对个体与社会、理论与现实的互动关

系进行了思考。这种思考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

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它一方面对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如何在思想和文化上被统

治、被愚弄进行了思维方式上的分析，另一方面

又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即使对

于当下发展中国家在举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时

候，“启蒙”批判对于我们警惕“不可说之物”的

缺失所带来的时代问题，亦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阿多诺并非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但为了

避免强制性的视角和同一性的逻辑，他主动与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机制分析的历史观保持着

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态势，

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的时候，马克思

关于异化、商品交换、商品拜物教等思想成为其

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在此马克思关

于社会历史的视角实际上是被默认的；另一方

面，在论及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

实的关系的时候，马克思哲学基于“实践”的社

会历史的宏观视角却被隐晦地划归在“同一性”

的范围之内。正是在这种立场不清的纠葛中，

阿多诺没有对作为一种思维功能的理性启蒙和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启蒙运动进行区分，从而

使得他的“启蒙”概念陷入了超历史的困境。

作为思维功能之一的理性的启蒙性，是伴

随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它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所需的必要知识的前提条件。从人成为人，

从人制造第一件生产工具起，理性的启蒙性就

存在着。它表现为人的经验总结和抽象理论思

维能力，表现为经验和技术，表现为人在思维方

式层面较之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性。伴随着经验

和技术的积累，理性的启蒙性逐渐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着知识的体系化并不断发展完善，它开

始以科学的外观，特别是数学、几何学、物理学

等具体知识形式存在着。只不过在生产力并不

发达的时代里，它是以生存的保障性条件而存

在着的，并没有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阿多诺

在进行“启蒙”批判的时候，深入到了理性的思

维功能层面，并恰当地将之定位为“工具理性”。

问题在于，阿多诺看到了资本主义商品交

换是一种“量”的交换，看到了理论层面上的与

社会现实的这种内在交织关系，但却没有看到

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源。他断

言“市民社会是由等价原则支配的”①，没看到

由工具理性到资本主义启蒙理性的转变，是一

个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才是把人降低到工具层面的现实根源。资

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除了生产资料，即死的

生产工具，还需要作为活的生产工具的劳动者。

在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方面，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也是以量的视角看待作为劳动者的个

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一切人作为

“工具”都是平等的。这才是资本的关于人的

“工具理性”逻辑的社会根源。

由于脱离了资本主义基于社会生产层面的

时代架构分析，阿多诺也就无法全面评价资本

主义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启蒙运动中的“启

蒙”，是对封建蒙昧状态的启蒙，是对神学迷信

的思维方式的启蒙，是对封建等级特权状态的

社会革命。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在

这过程中，人的特权、等级逐步丧失了存在的历

史意义。在社会普遍价值观念领域，在现实的

资本面前，封建的阶层、君权神授的塑像崩塌

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新的“神

像”———带有财富魔力的“商品拜物教”。因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凡是资产阶级取得统治

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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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统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

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

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

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

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①。阿多诺

看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麻痹作用，却错误

地归咎于理性思维方式本身。

实质上，从“理性的启蒙性”到“启蒙理性”的

质的转变，其中介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

展。评价“启蒙理性”，关键是要认清“启蒙”的来

源、对象及其特定历史背景，厘清其与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本末关系———它是确立资本主义的意

识形态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其根源。阿多诺启蒙

理性批判试图把作为认识对象的差异性、个体性

从启蒙运动时代表现的理论形态中拯救出来，但

是他却没有对启蒙运动的时代发展进行分析，最

终无法实现理论和现实的历史的、逻辑的统一。

三、阿多诺“启蒙”批判的方法论解析

阿多诺关于“启蒙”的概念混淆，是与其哲学

方法论密切相关的。虽然阿多诺选择了一条同西

方传统理性抽象哲学完全相反的路径，但这仍无

法超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理论与现实鲜明

对立的二元论认识结构，仍无法摆脱传统抽象哲

学的理论困境。出于对个别、特殊、现实的强调，

阿多诺在启蒙理性批判中极力批判理论思维中的

一般化、抽象化的倾向。他虽然放弃了西方传统

哲学超越性的理性抽象建构方法论，但其基于理

想性、差异性的“经验”立场而建构的认识论的

“星丛”仍然无法解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问题。

阿多诺用“星丛”“来指吸引和排斥的相互

联系的作用，这种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构成

复杂想象的动力的、相互转换的结构”②。一方

面，这是一种对客体的差异性、个别性和具体性

得到了保存和反映的如实“谱写”的过程。另一

方面，在这个概念的“星丛”的体系中，所有的概

念都从某个方面反映客体的特殊性，每一个概

念都不能够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每一个概念

都不能完全代替客体。与此同时，对象物的任

何一方面的变化，也会引起概念的“星丛”的相

应调整。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理想性

的认识论模式，在此历史根源性的问题实际上

被抹杀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较之与生产关系

的基础性地位的分析实际上被消解了。这样的

方法论不仅无法解释启蒙运动的历史根源，更

无法科学地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只能表现为对

抽象思维方式的“绝对的否定”。

单纯的认识论的视角无法使得阿多诺的启

蒙理性批判找到推动现实社会发展的中介性力

量，因而它丧失了哲学现实化的可能性。阿多

诺哲学虽然坚持“经验”视域中主客体关系的复

杂区分，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主客更加封闭的

二元论。他试图仅仅依靠主客体的差异性来实

现对现实世界的概念总结和理论把握。在这种

纯粹认识论的方法论中，一切外在的社会关系

对主客体认识关系的影响都被作为强制性的因

素而排除在外，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性因素

也不可能超出认识论的范围，无法找到现实的

历史的切入点。实际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体

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基

础，同时它也反映着特定时代的进步和缺陷。

为此，要想超越“体系”，仅仅局限于认识论上的

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而更多地要借助于现实的

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超越“体系”，推动

历史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

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

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

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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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４６８页。
［美］马丁·杰：《阿多诺》，瞿铁鹏、张赛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页。
［德］阿多诺：《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第５４４页。



由于方法论上的局限性，阿多诺的启蒙分析

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到现实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去，

他的批判更多的是停留在如何在一般与个别、普

遍与具体之间做出最终选择的层面上。在他那

里，一切社会同一性关系都成了“同一性”的罪

孽。他没有认识到，在根源上，进行统治的不是

“理性”，而是现实的阶级，是现实的主体及其活

动产生了这种压抑性的社会关系和思维方式，而

不是这种思维方式统治和支配现实的个人。

四、阿多诺“启蒙理性批判”的后果分析

在阿多诺看来，启蒙理性中的同一性抽象思

维方式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和行政上的高

度集中，亦即阿多诺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①。

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构与早

期资本主义阶段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

以往的统治更多依赖于国家暴力等形式，那么进

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统治的策略与技巧都

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让人娱乐或

享乐、让消费者满意的名义出现的，统治的巨大身

影无孔不入地隐藏在了消费文化的面纱之后，给

人造成了统治业已消失或消亡的错觉。在这种视

角下，阿多诺认为这就是启蒙理性所催生的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人的意识在这样的社会中已经被

体制化、结构化了，甚至已经意识不到自己被造

就、被解构、被同化、被压抑，完全丧失了反思和批

判的能力，表现为对启蒙理性所宣扬的科学、进

步、发展的盲目信仰。

阿多诺的启蒙理性批判，揭露了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中基于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特点。然

而，这种主客体纯粹二元对立的理论思路使他

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并不是现代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较量的本质，也不是这种较

量的最终结果，而是这种较量的表现。从层级

上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在社会意

识层面上使得工具理性承担起了启蒙的使命。

阿多诺颠倒了这种历史的逻辑关系，把批判的

矛头指向了启蒙理性，并寄希望于启蒙理性的

颠覆来开启解放的可能，最终没有超越他所极

力批判的主体性哲学。

与阿多诺不同，马克思从来没有在“纯认识

论”的范围内讨论过理论问题，而是置之于“实

践”的立场之上。马克思是在承认特定社会的

时代进步性与缺陷性的基础上，从历史内部寻

找超越的途径。突破的前提则是来源于对社会

历史发展宏观视野下的主体与客体的正确认

识。对于主体来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

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同他们生产什么一

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

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②。

对于客体来说，人“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

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

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

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③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一

种纯理论性的，而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结构

的理论再现，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哲学才

能实现理论和历史的统一。

阿多诺哲学虽然正确看到了西方传统理性哲

学与现代启蒙理性之间的共通之处，但是他非实

践的哲学出发点使得他仍然无法超越西方传统哲

学在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二元论困境，这就

导致了理论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最终无法提出现

实的解决途径。为此，阿多诺更多的是采用一棒

子打死的策略———指出它是不应该发生的。由于

他把理性的启蒙功能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乃至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根源，使得他把整个社

会发展的根源归因于人类思维特征中的“先天缺

陷”。为此，在认识论上，阿多诺坚持概念与概念

所表达之物的不可通约关系，试图在绝对主义和

相对主义之间开辟一条认识论上的游移通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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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２４页。



此打破理性的自负；在社会关系上，他力图切断一

切同一性的联系，切断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关系，实

现主体的自由。更为严峻的是，在这种视角中，整

个人类文明都将成为负面的和必须被否定的。在

此，阿多诺的启蒙理性批判由超历史滑入了反历

史———整个人类文明只不过是人类理性的一场

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阴谋”，它只不过是“表明了

同一性的谎言”①。

在“解放”遥遥无期的理论逻辑中，悲观主

义情绪必然要出现在批判的激情之侧。在这种

纯粹认识论的解读模式中，悲观主义和批判的

激情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却始终找不到

实现自身的物质力量。于是，貌似阿多诺乃至

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都展

开了激烈的进攻，却始终没有在理论上攻克这

座资本主义堡垒。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从“是”与“善”的分与合看理论
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焦点

刘　宇

　　现代实践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对形而

上学的拒斥。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在这个“后形

而上学”的时代，实践哲学可以奠基于历史、传统、

生活世界、交往、社会实践等经验性的因素上，但

不能以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论证方式，从理论哲

学来建构实践哲学。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亚里

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能够在当代复兴的背景之一。

按照亚里士多德所作的学科划分，理论哲

学的目的在于求知，实践哲学的目的在于行

动。② 最高的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研究的是关

于“存在之为存在”（ｂｅｉｎｇａｓｂｅｉｎｇ）的知识，而

实践哲学研究的则是何为最高的人类之善即幸

福以及如何求得幸福。按照这种划分，似乎理

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不论在对象上还是概念上都

没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中，理论与实践、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以及理论

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分成了无可置疑的前提。

既然理论哲学的根本主题是“存在”（ｂｅｉｎｇ，或

“是”③），实践哲学的根本主题是“善”（ｇｏｏｄ），

那么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根本区分就在于这两

个概念的根本区分。近代以来的实践哲学尽管

在很多方面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大相径庭，

但在区分“是”与“善”的问题上，无不遵循亚里

士多德，将“是”与“应该”、知识与价值、科学与

道德、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截然分开。

事实真的如此吗？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亚

里士多德传统的分科体系中真的只能分而不能合

吗？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个结合点，使得理论

哲学能够为实践哲学提供一个可靠的规范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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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ｄｏｒｎ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ｐ．５．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３３页。
Ｂｅｉｎｇ有“存在”和“是”两种含义，本文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使用这两种译名。


